
 

 1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融合 

——基于 2014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江苏省

数据的分析
1
 

汤兆云 张憬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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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利用 2014年江苏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定量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求职社 会网络，

收入状况、职业分层结构以及社会网络现状和影响因素，并从现实和主观评价方面分析其社会融合 及其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虽然生活和社会环境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但新生代农民工传统乡土社会网络 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其社

会地位仍处于城市社会的社会排斥之夕卜；由于其生活圈子、人际交往圈子以及语言 等因素的制约，他们仍然没

有能够融入城市社会。针对这一现实情况，本文认为，可以先从提高新生代农民 工的社会地位入手，解决他们的

社会融合问题，再逐渐实现他们社会网络的转变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政府 强有力的政策导向有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 社会网络 社会融合 

 

一、研究背景及文献综述 

一般认为,第一代农民工非农化经过了两个阶段：1980 年代主要通过乡镇企业这一方式进行,“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

是其主要特点，这也被誉为中国式的独特的城市化道路;1990年代之后，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深度推进，以乡镇企业作为跳板，

第一代农民工通过地缘、血缘等社会网络方式完成向非农业产业的转移[1]3。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后就上学,上完学后就进城打工，

他们就业经历和成年后的生活历程更多地与城市和城市生活联系在一起。相对于他们父辈不同的生活和社会经历以及对农村和

城市不同的社会认知、认同度和工作生活期望值，由此决定了他们在融入城市生活过程中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对此,党中央、国

务院特别强调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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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背景，本文主要考察：(1)新生代农民工从农村向城市、从农业向非农业产业流动的社会网络是否发生了重大改变,

即是否实现了从血缘、地缘关系为主的社会网络向业缘关系的转变，影响这一边界主要函数体现为其工作获得途径,是否完成从

家人、亲戚和同乡等方式到政府部门、社会中介、网络、传媒广告等方式的转变; (2)新生代农民工以生活方式为象征的社会融

合是否已和城市居民相互融为一体，影响这一边界的主要函数为他们的日常生活方式,表现为他们在语言、生活习惯、人际交往

方式等方面是否已和城市社区社会融为一体。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流动人口在从农村向城市、从农业向非农业产业的流动过程中，其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网络逐渐从血缘、

地缘关系为主的社会网络转变为以业缘为主的社会网络。但由于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主的社会关系网络对我国人口流动的影响

根深蒂固，正如我国第一代农民工从农村向城市、从农业向非农业产业的流动主要是通过血缘、地缘关系为主的社会网络完成

的。这是因为传统乡土社会网络中亲缘、血缘和地缘社会关系网络能够帮助农民工流动、特别是首次流动过程中能够获得最便

宜信息来源以及最快捷寻找工作途径[1]。另一方面，农民工在从农村向城市、从农业向非农业产业的流动过程中，伴随人口流动

发生的连锁反应，客观上产生了他们把初级社会关系网络移植到城市的可能。由此，他们在社会交往中依赖和选择同质群体以

及初级社会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和以“我”为中心来构造他们交往与互动的差序格局，从而使亲缘、血缘和地缘社会关系网络

仍然发挥作用[2]。 

社会网络是影响农民工职业地位获得和社会融合程度的重要因素。一般认为,人们在新的场域中建构的社会关系网络可分为

两个阶段:起初是以原有的初级关系网络为基础,建构以工具理性为取向的初级社会关系与初级社会关系网络[3]。这一阶段，其社

会地位与社会融合是与初级社会关系网络相对应的，即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建立传统的乡土社会网络，其社会地位、社会

融合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主要表现为其从事职业和人际交往关系局限于血缘、地缘的可见范围内[4]。随着人们在新的场域中日长

月久，他们会逐渐建立以业缘关系为主的次级社会关系与初级社会关系网络,主要表现为他们逐渐建立起非乡土的社会网络，获

得以机会资源为象征的社会地位，其人际交往关系不再局限于血缘、地缘的可见范围内
[5]
。如果这一进程具有普遍性的意义，那

么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应该具有这一方面的特征,即其社会网络、社会地位与社会融合完成了从初级社会关系网络向次级社会关系

网络的转变。但研究同时显示，与生活工作地点和职业身份的转变相比，这种社会网络的重构则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从而影

响到其社会地位与社会融合的转变程度[6]。 

二、数据来源及介绍 

为了能更深入的研究，我们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调研，本文数据来自于 2014年 5月国家卫计委对江苏省进行的“2014年全

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本次调查对象为在本地居住一个月及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男性和女性流动人

口（2014年 5月年龄为 15-59周岁，即 1954年 6月至 1999年 5月间出生）;调查样本按照多阶段抽样（Multistage Sampling）
[7]4方法抽取，调查对象共有 12000人。本文研究对象为 1980年代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结合调查对象的年龄规定，故选取

                                                        
4 [1]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北京〕《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 4期。 

[2] 王春光:《流动中的社会网络:温州人在巴黎和北京的行动方式》，〔北京〕《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 3期。 

[3] 曾群、魏雁滨:《失业与社会排斥:一个分析框架》,〔北京〕《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 3期。 

[4] 赵延东等:《城乡流动人口的经济地位获得及决定因素》，〔北京〕《中国人口科学》2002年第 4期。 

[5] 周敏、林闽钢:《族裔资本与美国华人移民社区的转型》，〔北京〕《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 3期。 

[6] 肖小霞、德频：《冲突与融合城市生活方式的变迁》，〔广州〕《学术论坛》2003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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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对象中 1981-1999 年出生的男性和女性流动人口（即年龄介于 15-33 周岁）。全部调查样本中新生代农民工共有 6961 人，

占全部调查对象比例 58.01%,其中常州市 644人（比例为 9.3%）、淮安市 51 人（0.7%）、连云港市 120 人（1.7%）、南京市 1156

人（16.6%）、南通市 519 人（7.5%）、苏州市 2608 人（37.5%）、宿迁市 89 人（1.3%）、泰州市 196 人（2.8%）、无锡市 1131 人

（16.2%）、徐州市 206人（3.0%）、盐城市 47人（0.7%）、扬州市 68人（1.0%）、镇江市 126人（1.8%）。 

调查问卷关于流动人口调查对象的解释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年龄、民族、教育程度、户口性质、婚姻状况、户籍地、现居

住地、本次流动范围、本次流入本地时间和本次流入原因。其子类型和百分比的基本情况如下表 1所示。 

表 1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情况 

变量 子类型（百分比%） 

性别 男（56.3%）,女（43.7%） 

年龄 18 岁以下（3.5%）,18-24 岁（19.1%）,25-30 岁（27.6%）,31-40 岁（22.9%）,41-50 岁（17.7%）,51 岁

以上（9.2%） 

民族 汉（97.8%）,蒙（0.1%）,满（0.1%），回（0.4%）,壮（0.1%），苗（0.30%）,彝（0.2%），土家（0.2%）,

布依（0.1%）侗（0.1%）,瑶（0.1%）,傣（0.1%）,其他（0.2%） 

受教育程度 未上过学（0.2%）,小学（3.7%）,初中（49.1%），高中（24.7%），大学专科（15.4%），大学本科（6.4%），

研究生（0.4%） 

户口性质 农业（86.0%）,非农业（12.7%）,农业转居民（1.0%）,非农业转居民（0.4%） 

婚姻状况 未婚（34.5%）,初婚（64.5%）,再婚（0.4%），离婚（0.6%） 

现居住地 本地（100.00%）,户籍地（0.00%） 

流动范围 跨省流动（67.4%）,省内跨市（29.0%）,市内跨县（3.6%） 

户籍地 京（0.1%）,津（0.1%）,冀（0.7%）,晋（0.6%）,蒙（0.2%）,辽（0.4%）,吉（0.3%）,黑（0.6%）,沪（0.1%）,

苏（32.6%）,浙（1.9%）,徽（26.7%）,闽（1.7%）,赣（2.8%）,鲁（5.9%）,豫（9.0%）,鄂（3.1%），湘（1.9%）,

粤（0.4%）,桂（0.4%）,渝（1.3%）,川（3.4%）,贵（1.5%），云（1.2%）,陕（1.9%）,甘（1.2%），青（0.1%）,

                                                                                                                                                                                              

[7] 多阶段抽样（Multistagesampling）是指将抽样过程分阶段进行，每个阶段使用的抽样方法往往不同，即将各种抽样

方法结合使用。其实施过程为,先从总体中抽取范围较大的单元，称为一级抽样单元,再从每个抽得的一级单元中抽取范围更小

的二级单元,依此类推，最后抽取其中范围更小的单元作为调查单位。本次调查第一级单位为调查对象现居住地所在省（江苏省），

第二级单位为调查对象现居住地所在市（地）（如南京市、苏州市、无锡市等，共 13个二级单位），第三级单位为调查对象现居

住地所在县（区）（如鼓楼区、东海县、海门市等，共 74 个三级单位）,第四级单位为调查对象现居住地所在居委会（共 4744

个）、村委会（共 221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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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0.1%）,新（0.1%） 

本次流入原因 务工经商（88.4%）,随迁（10.1%），婚嫁（0.4%）,投亲（0.7%）,出生（0.1%）,其他（0.4%） 

本次流入时间 0-4年（73.70%）,5-9年（19.20%）,10-14年（6.50%）,15-19年（0.30%）,20年及以上（0.10%） 

调查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具有以下八个方面的特点:（1）新生代农民工男性多于女性,两者相差 12.6 个百分点；（2）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以青壮年劳动力居多,其均值、中值分别为 33.5633.85 岁；（3）新生代农民工民族分布极不平衡，绝大多数

为汉族人口;⑷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结构主要集中在初中教育阶段,且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⑸新生代农民工的未婚、初婚

者居多，婚姻状况与性别因素没有明显关联;（6）新生代农民工农业户口占主体,跨省流动人口比例多于本省内跨市流动和市内

跨县流动，且跨省流动人口的户籍地构成具有分布广泛却又相对集中的特点；（7）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原因主要表现为务工经商、

随迁等方面，且和流动对象的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因素存在着较大的关联性。（8）新生代农民工在本地工作时间平均

不超过 5年，且与其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因素存在着较大的关联性。 

三、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的社会网络 

新生代农民工从农村向城市、从农业向非农业产业流动过程中,亲缘、地缘和血缘关系是否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即是否实现

了从亲缘、地缘和血缘关系为主社会网络向业缘关系的转变。影响这一边界的主要函数为其第一份工作获得途径是否从家人、

亲戚和同乡转变为政府相关部门、社会中介、网络、传媒广告、招聘会。调查数据显示，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通过外地熟人(3.8%)、

家人/亲戚(27.3%)和同乡/朋友/同学(26.0%)三种方式找到第一份工作比例为 57.1%而通过政府相关部门(0.3%)、社会中介(0.2%)

和本地熟人(2.9%)等比例为 8.2%,通过网络、传媒广告、招聘会找到工作比例分别为 2.3%、0.1%和 2.4%,通过自主创业和自己找

到以及其它方式的比例分别为 5.3%、24.8%和 4.6%。这说明,即使“出生以后就上学,上完学以后就进城打工”且在各种通讯工

具以及大众传媒极为发达背景下的新生代农民工,仍然有 57.1%的是通过亲缘、地缘和血缘关系途径寻找工作(第一代农民工为

75.0%).通过大众传媒途径寻找工作比例，新生代农民工(4.8%)比第一代农民工(4.9%)低 0.1 个百分点;通过“政府相关部门”

找到的比例，新生代农民工只有 0.3%,远低于第一代农民工 8.1%的比例。但新生代农民工“自主创业、自己找到工作”的比例

达到了 30.2%。这说明,亲缘、地缘和血缘关系仍是新生代农民工重要的社会网络。进一步分析发现(见表 2),新生代农民工第一

次寻找工作途径与其性别、受教育程度、户口性质和婚姻状况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P=0.000<0.05 或 P=0.000<0.01),与年

龄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与其民族因素之间没有关系(P=0.000<0.01)。 

表 2新生代农民工寻找工作途径与其自变量矩阵表 

   性别 年龄 民族 教育程度 户口性质 婚姻状况 

Kendall的 tau_b 寻找工作的途径 相关系数 

Sig.(双侧) 

.103** 

“.000 

-.119** 

.000 

-.039 

.155 

.018 

.000 

.001 

.000 

.102** 

.000 

Spearman的 rho 寻找工作的途径 相关系数 

Sig.(双侧) 

.116
**
 

.000 

-.157
**
 

.000 

-.044 

.155 

.021 

.000 

.001 

.000 

.114
**
 

.000 

**.在置信度(双测)为 0.01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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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果进一步显示(见表 3),新生代农民工第一次寻找工作途径与其就业单位的行业、就业身份之间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

关系 (P=0.000<0.01),与从事职业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P=0.000<0.01)，与就业单位性质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P=0.068>0.01)。 

表 3新生代农民工寻找工作途径与其它因变量矩阵表 

   主要职业 就业单位行业 就业单位性质 就业身份 

Kendall的 tau_b 寻找工作的途径 

相 关 系 数

Sig.(双侧) 

-.125** 

.000 

.183** 

.000 

-.050 

.068 

.103** 

.000 

Spearman的 rho 寻找工作的途径 相 关 系 数

Sig.(双侧) 

-.153** 

.000 

.216** 

.000 

-.058 

.066 

.117** 

.000 

**.在置信度(双测)为 0.01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四、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社会融合是不同个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或不同文化之间互相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并以构筑良性和谐的社会为目标[1]。

新生代农民工从农村向城市、从农业向非农业的流动过程实际上也是他们社会网络重构、社会地位重建以及社会生活方式重造

的过程[2]5本研究主要从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位置、生活方式、人际交往圈子以及他们对于自己的身份主观认同等方面分析新生

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合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其测量的问题如表 4所示。 

表 4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的测量 

测量的问题 选择项 赋值 

空闲时间交往对象 一起出来打工的亲戚、一起出来打工的同乡、本地户籍亲戚、其他一起打工的朋

友、本地户籍同事、政府管理服务人员、本地同学/朋友、跟人来往不多、其他人 

是=1,否=0 

遇到困难的求助对象 一起出来打工的亲戚、一起出来打工的同乡、本地户籍亲戚、其他一起打工的朋

友、本地户籍同事、行政执法部门人员、本地同学/朋友、村/居委会/物业人员/房东、

是=1,否=0 

                                                        
5 [1]任远、邬民乐:《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文献述评》，〔北京〕《人口研究》2006年第 5期。 

[2] 李汉林:《关系强度与虚拟社区.农民工一一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社会经济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6年版，

第 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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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找人、其他人 

居住的社区 别墅区或商品房社区、经济适用房社区、机关事业单位社区、工矿企业社区、未

经改造的老城区、城中村或棚户区、城郊结合部、农村社区、其他 

是=1,否=0 

邻居是谁 外地人、本地居民、前两类人口差不多、不清楚 是=1,否=0 

是否参加以下组织 工会、志愿者协会、流动党/团支部、本地党团支部、家乡商会组织、同学会、

老乡会、其他 

是=1,否=0 

是否参加以下活动 社区文体活动、社会公益活动、选举村委会/居委会/工会、评优活动、业主委员

会活动、居委会活动、其他 

是=1,否=0 

对本地话的掌握程度 听得懂且会讲、听得懂也会讲一些、听得懂一些但不会讲、不懂本地话 是=1,否=0 

与本地人交流时的语

言 

普通话、家乡话、本地话、视情况而定 是=1,否=0 

认为与本地市民的差

别 

饮食习惯、服务着装、卫生习惯、节庆习俗、人情交往、观念看法、其他文化差

异 

是=1,否=0 

对于存在差别的态度 想缩小差别、但没有时间和精力，想缩小差别、但不知怎么做，努力缩小差别，

似乎无所谓 

是=1,否=0 

与本地人相处的评价 很融洽、比较融洽、一般、不融洽、来往很少 是=1,否=0 

 

1.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的现状 

(1)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在农村社区(52.3%)和城乡的结合部(23.5%),其邻居多是外地人(56.1%)。居住在未经改造的

老城区以及城中村或棚户区分别为 3.3%、0.8%。可能房租相对便宜;居住在别墅区或商品房社区、经济适用房社区以及机关事业

单位社区比例分别为 4.5%、1.4%和 1.2%；另有 12.8%的人居住在工矿企业社区。邻居为本地市民的只有 16.4%. 

⑵新生代农民工交往圈子狭窄，主要局限于老乡(26.0%)、亲戚(24.1%)和熟人(24.2%)之间。而和本地户籍同事、同学和亲

戚来往的比例分别为 8.7%、5.9%和 3.9%，与政府管理服务人员来往的比例更低(0.8%)。这一情况说明了新生代农民工还没有真

正融入到本地生活中。调查数据还显示，新生代农民工闲暇时间局限于“同乡”“熟人”这种生活圈的方式和其性别、年龄、

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因素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度。以受教育程度为例，以其受初中文化程度作为分隔线，即初中文化程度

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在闲暇时间基本上局限于“老乡、亲戚以及熟人”之间而初中文化程度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在闲暇时间和

本地以及政府管理服务人员都有来往。如有 46.8%的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在闲暇时间和“老乡、亲戚以及熟人”之间来往,但

也有将近 20.0%的人和“本地户籍同事、本地同学、本地户籍亲戚”有较频繁的来往。这是因为，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具有一定的

文化知识和语言交际能力，他们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融入到本地生活圈中。再以新生代农民工性别为例，男女性别人口在闲暇

时间和一起出来打工的亲戚经常来往的比例分别为 38.41%、31.04%,相差 7.37个百分点,和一起出来打工的同乡经常来往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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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差高达 11.76个百分点;而其他一起打工的朋友经常来往的比例相差高达 12.72个百分点。这说明男性新生代农民工较女性的

交际面广些。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对与本地人交往问题的调查数据显示,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与本地人对此都持积极和肯定的态度,分别

有 40.4%.57.0%的基本同意或者完全同意愿意与本地人做邻居,分别有 38.5%、59.8%的基本同意或者完全同意愿意与周围的本地

人交朋友;还有 48.5%、35.2%的基本同意或者完全同意“对目前居住的城市有归属感”这一说法。 

调查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本地遇到困难时，向一起出来打工的同乡(23.3%)、亲戚(25.0%)和朋友(20.7%)求助的比例

高达 69.0%；而向本地户籍同事、同学和亲戚求助的比例分别只有 6.1%、4.6%和 3.6%,向行政执法部门人员以及村/居委会、物

业人员、房东求助的比例更低,分别只有 3.4%、4.9%.其求助对象，和其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因素之间存在着一

定的关联度。这里以性别为例，如向“一起出来打工的亲戚”求助的男女比例分别为 38.45%、32.04%,两者之间相差 6.41 个百

分点;而向其他一起打工的朋友求助的男女比例相差 9.61个百分点。 

(3)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的组织主要是工会(46.6%)、老乡会(31.5%)和家乡商会组织(3.1%),而参加流动党(团)支部(3.7%)、

本地党(团)支部(2.9%)和志愿者协会(2.1%)的比例不高。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本地的程度比较低,这也与其

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因素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度。以其受教育程度为例，在未上过学的及小学文化程度的新

生代农民工中，除了参加工会和老乡会等组织外,没有参加任何组织;初中文化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除了参加工会和老乡会等组

织外,还有相当比例的人参加了流动党(团)支部、本地党(团)支部、志愿者协会。但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除了参

加工会和老乡会等组织外，也较少参加任何组织。 

2. 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自身社会融合的主观判断 

(1)超过半数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他们与本地市民在节庆习俗、饮食习惯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区别;对于业已存在着的

区别,只有半数以上的人想努力缩小差别。调查数据显示,分别有 28.0%、27.3%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他们与本地市民在节庆习俗、

饮食习惯存在着较大的区别,分别有 16.0%、14.4%的人认为在观念看法、人情交往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区别，还有 8.0%、5.9%

的人认为在卫生习惯、服饰着装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区别。对于存在的差别,分别有 8.4%、10.8%.23.1%的新生代农民工想缩小

差别，但不知怎么做;也有 57.7%的人抱着“似乎无所谓”态度。 

(2) 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感觉自己与本地人相处较为融洽，但同时他们对于自己身份认同问题也比较矛盾和纠结。调查数

据显示,分别有 25.0%、33.0%的新生代农民工感觉他们自己或者家人和本地人相处很融洽或者比较融洽，有 34.0%的人感觉他们

自己或者家人和本地人相处一般，只有 1.0%的人感觉他们自己或者家人和本地人相处不融洽,另有 7.0%的人和本地人来往很少。

也就是说，有超过半数以上新生代农民工(58.0%)认为他们自己或者家人和本地人相处处于“融洽”程度。这里要注意的是,新

生代农民工对于自己在本地融入程度的主观认识与他们现实情况有一定的差距。 

虽然有超过半数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和本地相处处于融洽程度，但是由于诸如工资收入、语言交流、生活习性以及房

租等方面的因素，新生代农民工对于他们自己的身份认同问题比较矛盾和纠结。调查数据显示，分别只有 10.1%,23.7%的人认为

他们是“本地人”或者是“新本地人”，而有高达 64.8%的人认为他们是老家或外地人。因此,也只有 36.9%的人打算在本地长

期居住而有 63.1%的人不打算在本地长期居住。即使没有户口限制,也只有 38.4%的人愿意将户口迁入本地,61.6%的人不愿意将

户口迁入本地。 

3.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见表 5),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感觉与本地人相处好不好)与性别、受教育程度、户口性质、年龄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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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间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P=<0.01),与民族、婚姻状况、月收入等自变量间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P=<0.01)。 

表 5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与自变量的矩阵表 

   性别 民族 教育程度 户口性质 婚姻状况 月收入 年龄 

Kendall 感觉与本地人 相关系数 -.041 .083** -.092** -.045 .002 .016 —.031 

的 tau_b 相处好不好 Sig.(双侧) .007 .002 .000 .008 .005 .005 .008 

**.在置信度(双测)为 0.01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以下基于 Logistic Regression 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见表 6）,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经济收入等自变量和

主要职业、单位行业、单位性质、就业身份等因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都会产生一定影响，即呈现出负相关关系，如在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比在商贩行业工作的发生比率减少了 21.0%。在性别、年龄因素中，男性、年龄小的新

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比女性更容易:女性社会融合程度比男性的发生比率减少了 31.0%、年龄大的比年龄小的社会融合程度发

生比率减少了 24.0%;文化程度高的比低的社会融合程度发生比率增加了 97.0%;未婚、初婚的比已婚的社会融合程度发生比率增

加了 50.0%;经济收入越高的比低的社会融合程度发生比率增加了 22.0%。 

表 6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Logistic Regression） 

自变量/因变量 回归系数 S.E Waldx2 显著性水平 R 发生比率 Exp（B） 

性别 -1.175 .354 11.02 .005 -.165 0.31 

年龄 -1.444 .128 127.27 .000 -.328 0.24 

文化程度 1.380 .256 29.06 .000 .250 1.97 

婚姻状况 -2.251 .356 39.98 .000 -.218 1.50 

经济收入 1.653 .342 23.36 .002 .362 1.22 

主要职业 -1.540 .321 23.02 .001 -.352 0.21 

单位行业 -2.053 .452 20.63 .002 -.341 0.13 

单位性质 -1.657 .308 28.94 .001 -.352 0.19 

就业身份 -2.054 .231 79.06 .000 -.405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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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数项 .699 .175 15.95 .000 - 一 

注:N=6961,-2LL=568.09,x2=148.05,df=6960,a=.0000,预测正确率=72.85% 

五、结论和讨论 

在西方现代化理论中，亲缘、血缘和地缘的社会网络是乡土社会的产物和社会理性过程中的重要阻碍[1]。因此，随着流动人

口逐渐融入城市社会，他们也会逐渐地改变传统的乡土社会网络，适应以业缘为主要纽带的城市社会网络。因此,从理论上来说，

在各种通讯工具以及大众传媒极为发达背景下，出生以后就上学、上完学以后就进城打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应该完成了这一转变。

但本文分析发现,仍然有 57.1%的人还是通过亲缘、地缘和血缘关系的途径寻找工作,也就是说，亲缘、地缘和血缘关系对新生代

农民工社会网络仍旧产生重要影响。这一结论佐征了学者提出的“流动民工在流动过程中对亲缘、地缘的依赖，似乎与社会资

源（信息渠道、职业位置）的市场化程度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一结论[2]。这一现象的出现，可以说只是在中国仅有的个案，原因

在于中国与其它国家不同的人口流动。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流动往往伴随着他们在居住地同时获得相应的经济权利（包括劳动

就业、社会保障）、政治权利、公共服务权利,由此他们能够在居住地安家落户，并在较短时期内实现工作生活方式、社会交往、

价值观念等与城市居民的融化。然而,由于我国特殊的二元经济制度以及其它因素的制约,在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未能如

同西方发达国家直接从农民向市民实现转变一样，而是要经历由农民到农民工、再由农民工到市民的特殊的“中国路径”。虽

然他们已基本上完成从农民到农民工的转变，但从农民工到市民的转变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3]6。这一现象决定了新生代农民工

虽然能够在居住地工作、生活，但他们也和第一代农民工一样并不能同时获得相应的经济权利（包括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政

治权利、公共服务权利。他们没有选举权，应有的劳动权利得不到合法保护，小孩不能上公办学校,不能买车买房,不能享有应

得的社会保障权利,处于整个城市社会的“社会排斥”之中。 

由于他们下一辈并不能和城市小孩一样享有相同的权利，有相当比例的新生代农民工将小孩留在老家。他们不得不和第一

代农民工父辈一样,过年过节还要回到乡村，即他们虽然生活在城市,但根仍然在乡村。他们的社会网络继续被人为地局限于亲

缘、地缘和血缘的传统社会网络关系中。可以说,在我国整个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甚至包括第三、四代农民

工（主要是指出生在城市、上学在城市、工作在城市，但户籍仍然留在农村原籍的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仍将继续保留浓厚的传

统乡村社会的亲缘、地缘和血缘关系。只是在与现代社会的碰撞过程中,其内核与外壳可能发生程度不同的变化，如同目前在西

方发达国家存在的“唐人街”一样，不管怎样变化，仍然从中可以看出亲缘、地缘和血缘的传统社会网络影子。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融合之间虽然存在着某种关系，但并不存在着必然的逻辑关系或者因果关系。也就是说，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网络是否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并不能一定表明他们社会地位是否提高和社会融合是否实现。

因为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融合的实现程度主要取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身特点、自身因素以及政府的政策导向

因素。新生代农民工有三个方面的主要特点:一是学历层次较低、文化水平有限、技能单一;二是经济收入不高;三是流动性强。

这些又决定了他们工作单位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和“经济收入不

高”等因果关系;进而又决定着他们“流动性强”等特点。由此我们看到新生代农民工对于社会融合的参与也并不是十分热心;

或因老家保留的宅基地，拆迁补助款是一个不小的诱惑;或因文化水平、技能、户籍制度等方面的制约因素，他们年老丧失劳动

                                                        
6 [1]李培林：《中国乡村里的都市工业》，〔北京〕《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 1期。 

[2] Wang,S.-L,,1991,
u
ChineseEntreprenceursandBusinessTrust”,inG.Hamiltoned.,BusinessNetworksandEconom-

icDevelopmentinEastandSoutheastAsia. 

[3] 汤兆云:《建立相对独立类型的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16年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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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以后，城市也不是他们的栖息之地，终究要回到农村。而从政府的政策导向因素来说，政府只鼓励农民工到建制镇和小城

市落户安家，但由于建制镇和小城市公共资源的相对不足，新生代农民工更愿意到中等城市以及大城市落户。两者之间的矛盾

也成为他们社会地位提高以及社会融合实现的重要阻碍。 

如果我们换一个思路对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网络、社会地位和社会融合问题进行思考，可以发现，先从提高新生代农

民工的社会地位入手,解决他们的社会融合问题,再逐渐实现他们社会网络的转变问题也是一种思路。这主要包括:第一，建立健

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的政策和制度建设具有基础性意义。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网络、社会地位和社会融合是多种因素综合共

同作用的结果。目前我国多种政策和制度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的意愿和结果，并由此成为他们社会网络转变、社会地

位提高的阻碍性因素，如，户籍制度将新生代农民工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因此，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网络转变、社会地位

提高和社会融合,首先必须解决政策和制度性障碍,剥离由于政策和制度而人为造成的不同身份公民在公共资源和社会福利享有

方面的不均等，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地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和经济社会地位，使他们在居住地可以安家落户，同时获得相

应的经济权利、政治权利、公共服务权利。第二,新生代农民工在居住地实现“安家落户”后,经过一定时间与居住地居民的交

往，逐渐实现生活方式、社会交往、价值观念等与城市居民的融合。第三，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网络的转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即使他们完成了社会地位的提高和社会融合的实现，其社会网络的转变并不能一定就能完成。因为社会网络的转变属于社会上

层建筑的范围，具有相对的滞后性和自身的顽固性。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地位的提高和社会融合的实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

使他们社会网络的转变。 

 


